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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时空演变过程及影响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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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摘要：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是一种兼具对外援助、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的复合型的对外商务活

动。本文分析了长时间尺度下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时空演变过程，结合世界政治经济环境

与中国政策的演变揭示了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与影响机制，并对2000年以来中国对外建设水

电站所在国家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在全球尺度上，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数

量、建设形式、空间分布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② 国家在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时空演

变中起到了核心主导的作用，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时空演变格局经历了国家直接指派（1955-

1981年），维护推动（1982-2000年），放权激发（2001-2009年），规划合作（2010年至今）等4个阶

段。③ 2000年以来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受到中国与东道国的政治与经济外交关系、东道国的

贫困人口比例、电力基础设施条件、接受援助金额、工业增长水平和市场基础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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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进军国际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在“走出去”战略与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中发挥了先导性的作用，有利于中国与世界各国实现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打造投资贸易发展的硬条件。水力发电站属于环境友好型的能源基础设
施，越来越受到全球的青睐 [1]，2004-2014 年，全球水电消费量从 634 Mtoe 增长至 879

Mtoe[2]，增长近40%。全球水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15%增长至16.6%[3]。从1949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采用不同的参与形式对外建设水电站。截止2015年底，
由中资工程承包商参与建设的水电站已遍布全球80个国家，共356座，合同累积金额超
过925亿美元。中国水电站建设在世界水电行业中实现了从“追随者”到“领跑者”的
飞跃，已逐步成为“世界上的水电超级大国”[4]。以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主要
前身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为例，从2000年至2015年，在全球最大225家国际工程
承包商（The top 225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s）的排名由第 136位升至第 7位，位列水电
建设全球行业第一[5]。

近年来，中国的“走出去”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针对中国对外建设水
电站等基础设施的研究则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①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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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学的角度讨论海外建设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6]、经济效益[7-8]和风险管理[9-10]；② 从

国际关系学的角度，将海外建设基础设施放置在一定区域尺度的地缘背景下探讨其建设

动机[11-13]；③ 以产业转移理论为基础，探讨跨国公司为主体参与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动

因及区位选择[14-17]，侧重于企业的核心作用。但也有研究认为，产业转移理论建立在经济

自由主义的假设之上，对“国家”作用的关注严重不足，特别是中国与日本在海外建设

基础设施，国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必须引入国家的作用来讨论在海外建设基础设施

的动因与效应[19]；④ 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角，认为海外建设基础设施在全球尺度

上的扩张是资本通过三次循环延长进入流通领域时间的表现，而国家通过尺度上推与超

国家组织协调的“国家空间策略”，通过尺度下推与次国家政府管制的“国家空间项

目”，为资本积累营造环境与条件[20-24]。

纵观已经开展的研究发现：① 西方学者占据了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研究的主流，

即使是以中国对外建设基础设施的研究，中国国内学者的参与仍然很少；② 针对一个国

家长期的在全球尺度的对外建设基础设施的研究存在不足；③ 在如何界定、分析和看待

“国家”在海外建设基础设施的作用方面存在激烈的争论。

本文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与外交政策的重大变革，分析

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时空演变格局、模式与影响机制，尝试对国家政府在国家、地方

及超国家尺度的行为进行深入的剖析，并对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所在国家的

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在理论上为正确理解国家政府在向海外投资建设基础设施

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科学依据；在政策上为中国未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对

外建设基础设施提供研究支撑。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为阐明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影响机制，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分

析、GIS空间方法结合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的时空演变过程、格局与机制。其次为了对其演变的内在逻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考虑到东道国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2000年后的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水电建设市场强度明显

增强，本文构建了面板数据分析框架，以讨论2000年后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区位选择

的影响因素。

2.1 数据来源与研究对象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等对外承包水电工程企业网站公布的各公司在海外建成、

正在修建以及勘察设计的水电站数据，并结合《中国水力发电年鉴1949-2015》、《中国电

力年鉴1993-2015》、各企业公司年鉴以及新闻报道对数据进行校正和整理，包括水电站

名称、所在国家、协议签订或开工具体年份、对外商务活动性质等，其中对合作协议签

约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5年内未开工建设的水电站进行剔除。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从1949年以来对外建设的水电站，其中包括对外援助、对外

贸易和对外投资等3种类型的水电站。对外援助的水电站均是采用无偿援助或无息贷款

模式的项目，对外贸易的水电站是中国企业采用交钥匙、EPC （设计、施工、建设）等

模式出口技术、服务和设备的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对外投资的水电站是中国企业采用

BOO （建设、拥有、运营）、BOT （建设、运营、移交）、BOOT （建设、拥有、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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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并购等模式，即通过

投资对海外水电站具有经营、
所有权或运营权的项目。
2.2 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时空

演变分析框架
从长时间序列来看，中国

对外建设水电站是复合型的对
外商务活动，其时空格局变动
是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参
考国内外有关中国对外基础设
施投资的研究[11-12, 17, 19]与国际工
程承包商海外市场选择影响因
素的研究[14, 16, 25-28]，结合中国对
外建设水电站的行业特点，本
文构建了分析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图1），并建立了5个大类包含12个解释变量的中
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来自东道国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表1）。

2.3 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影响 2000 年后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影响因素，以

2001-2015年中国对各国新增修建的水电站个数视为被解释变量，基于上述解释变量，构
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Yit = αi + β1 X1it + β2 X2it + β3 X3it + β4 X4it + β5 X5it + β6 X6it + β7 X7it

+β8 X8it + β9 X9it + β10 X10it + β11 X11it + β12 X12it + εi

（1）

式中：i和 t代表第 i国的第 t年份。在选择计量模型对式（1）回归时，对面板数据进行了
相关检验，Hausman检验显示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且根据Greene法检验[29]的结果，
该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本文使用FGLS方法对异方差进行修正，这样既能有效解
决面板模型数据模型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又能保证模型为固定效应。

图1 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Fig. 1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hydropower stations

表1 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影响因素模型指标体系
Tab. 1 Variables in models of China's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hydropower stations

目标层

生产要素条件

需求要素条件

支持要素条件

特征要素条件

与中国相互关系

条件层

水资源禀赋

电力基础设施条件

经济发展水平

工业增长水平

接受援助金额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

贸易开放程度

贫困人口比例

政治外交关系

经济外交关系

中国在该国的市场基础

两国距离

指标层

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总量(X1)

通电率(X2)

GDP(X3)

工业年增长率(X4)

已收到的净官方发展援助(X5)

服务等附加值(X6)

货物与服务进口占GDP百分比(X7)

按国家贫困线衡量的贫困人口比例(X8)

建交时长(X9)

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X10)

中国对该国承包工程完成额(X11)

首都直线距离(X12)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在线数据库

世界银行在线数据库

世界银行在线数据库

世界银行在线数据库

世界银行在线数据库

世界银行在线数据库

世界银行在线数据库

世界银行在线数据库

外交部网站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CEPII数据库

预期假设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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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时空特征及影响机制

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过程划定以其数量增幅为主，以建设形式及空间分布的变化
为辅，将其划分为 1955-1981年、1982-2000年、2001-2009年、2010年至今的 4个阶段
（图2）。

3.1 第一阶段：国家直接指派下的水电站援建
① 数量变化。中国从 1955年开始就对外建设水电站与相关国家签订文件，1958年

在朝鲜和蒙古分别建设了1座水电站。至1981年先后在12个国家建设了15座水电站，年
增长率为8.06%（图2）。② 建设形式。单一的国家对外援建模式。③ 空间分布。这些援
建水电站在全球的分布比较分散，主要在当时与中国意识形态基本一致的亚洲与欧洲社
会主义国家，以及部分非洲国家（图3），排名前三位的国家为朝鲜、阿尔巴尼亚和赤道
几内亚。④ 作用者与作用方式。中央政府及其直属的机构、地方政府直属的机构是这一
阶段的作用者（图4）。国家采取无偿赠送或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直接指
派原水电部各工程局、各省水利厅承担对外援助水电站的设计、采购和施工。由于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初始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投入资本进入工业积累，或转移至军事生产[30]，
或通过对“亲中国”的国家进行经济援助以突破西方世界对新中国实行的封锁，向部分
亚洲、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援助，万隆会议后扩展到部分非洲国家。中国对外建
设水电站是国家实施经济援助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们为新中国在国际上获得政治合法地
位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71年向联合国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
中的合法权利”并驱逐台湾国民党集团代表议案的23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先后接受过
中国在水电站建设上的援助。
3.2 第二阶段：国家维护推动下的国际工程承包与水电站援建

① 数量变化。1982-2000年，中国先后在21个国家新建了48座水电站，年增长率为
8.30%（图2）。② 建设形式。这一阶段建设的水电站中，41座是以新出现的国际工程承
包模式进行建设的对外贸易项目，7座依然是对外援助项目。③ 空间分布。新建水电站
的 58.3%分布在中国的陆上或海上邻国，另一类是在前一阶段援助项目的基础上进入该

图2 1955-2015年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数量扩张
Fig. 2 The quantity expansion of China's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hydropower stations, 195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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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市场，占25.0%（图3），排名前3位的国家为缅甸、尼泊尔和津巴布韦。④ 作用者与作

用方式。中央政府及其直属机构与企业、地方政府直属机构与企业、国际金融机构是这

一阶段的作用者（图4）。1983年，中共中央提出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31]，

国家开始减少对外经济援助，控制援助资本外流，维护国内资本积累。中国对外援建水

电站数量减少，并由原先的大型水电站转为中小型水电站。其次，国家开始向地方与企

业下放分权，允许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企业对外参与承接由海外资本提供贷款的工程，

对外承包水电建设工程获得了初步解放。1982年国务院外经贸部先后批准原水利电力部

直属的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长江葛洲坝工程局具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32]，并

逐步参与国际工程承包的竞标。同年，中国水电承接了布隆迪和伊拉克各1座水电站建

设，1988年在中非共和国开工建设的博阿利水电站的姆巴利大坝是中国水电第一个通过

海外竞标获得的工程承包项目，资金贷款分别由非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与科威特基金

提供[32]。与此同时，各省级地方政府依据中央关于对外工程承包“每个省市、部委设立

一家公司”的指示精神，集资办电，成立了各省 “窗口”型企业[33]。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这些企业也开始参与国际工程承包，一些市县企业甚至组建施工队伍开展对

外工程承包。例如，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对津巴布韦的 3 座水电站进行工程承

包，江西萍乡矿业集团也参与了尼泊尔水电站的施工建设。

3.3 第三阶段：国家放权激发下的对外投资与国际工程承包建设水电站

① 数量变化。2001-2009年，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数量快速增长，先后在41个国家

新建了120座水电站，年增长率为14.26%（图1）。② 建设形式。这一阶段建设的水电站

图3 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空间扩张(1955-2015)
Fig. 3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China's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hydropower stations (1955-2015)

1946



10期 薛德升 等：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时空演变过程及影响机制分析

中，15座采用新的对外投资模式，合同额总计28.52亿美元；100座国际工程承包项目，
合同总额151.23亿美元；5座无偿援建项目；有超过8座以上的水电站采用了中国进出口
银行贴息优惠贷款的模式。③ 空间分布。主要深化了在亚非优势市场的参与强度，占该
阶段新增水电站的94.2%（图3），排名前三位的国家为越南、缅甸和巴基斯坦。④ 作用
者与作用方式。中央政府、国家参与的双边与多边组织、国家与地方属下的市场化改造
后的企业、国际金融机构以及中国金融机构是主要的作用者（图4）。2001年中国正式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同时将“走出去”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
要》，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成为国家重要战略。一方面，中国政府加大与其他国家
的双边或多边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的建设。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同意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
合作，就云南省、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的电力资源合作签署相关协定，中
非合作论坛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参与非洲电力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多个水电站项
目被列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中非合作论坛成果。另一方面，在国家内部中央政府继
续向地方与企业放权，对电力工业实现政企分开与公司化改组，将水利电力部的直属集

团拆分为国资委监管下的两大电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与四家电力辅业集团①，支持其成

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34]。这些改制后的企业真正实现市场化运作，在参与海外水电
站建设工程承包的基础上，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建设具有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水电站。2001
年四川电力进出口公司与格鲁吉亚方面联合建设的卡杜里水电站是中国首个对外投资水

① 国务院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02]5号文）

图4 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主要作用者与作用机制示意图
Fig. 4 The main actors and mechanism of China's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hydropower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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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BOO项目。2004年云南联合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与缅甸方面联合建设的瑞丽江一级水电
站是中国首个对外投资水电BOT项目。与此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放松对外投资、外
汇管理的政策和手续，并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一些对外建设水电站项目提供出口信贷支
持。2002年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与伊朗方面联合建设的塔里干水电站项目是中国
进出口银行第一个大型出口信贷项目。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内水电建设行业产能过剩凸
显，迫使越来越多的水电建设公司寻找海外市场[35]，出现了中国企业之间相互压价竞标
以占领海外市场份额的现象，其后果是2009年中国水电建设行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
放缓。
3.4 第四阶段：国家规划合作下对外承包工程、对外投资、对外援助建设水电站

① 数量变化。2010-2015 年，中国在 59 个国家新建了 173 座水电站，年增长率
14.24% （图 2）。② 建设形式。这一阶段建设的水电站中，对外投资项目快速增长，37
座采用对外投资模式，合同额总计 228.98亿美元；130座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合同额总
计 487.61 亿美元；6 座无偿援建项目；有超过 20 座以上的水电站采用了中国进出口银
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贴息优惠贷款。③ 空间
分布。传统的亚非市场持续深化，占该阶段新增水电站个数的 78.0%；拉美国家成为新
兴市场,年增长率高达62.5%；开始出现对发达国家的水电站投资，占2.3%（图3）。排名
前三位的国家为老挝、缅甸和厄瓜多尔。④ 作用者与作用方式。中央政府、国家参与的
双边与多边组织、中国主导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国家及地方政府下属的市场化重组后的
企业、民营企业、国际金融机构、中国金融机构、中国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等是主要作
用者（图4）。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各国吸引外资难度加大，这为中国企
业参与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广阔市场，也为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
良机。

（1）针对电力行业参与主体多元化而引发的恶性竞争等问题，中央政府将之前的向
下放权政策改为统筹规划，从2011年开始将多家中央和地方的国有电力企业重组为水利
电力工程及基础设施建设的综合性集团企业，以增强集团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国际综
合竞争力。例如：将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以及 14个省（区
域）的电网企业重组为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将葛洲坝集团公司、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
以及15个省（区域）的电网企业重组成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2）少数从事水电站机电设备出口和国内水电站承包投资的民营企业延伸其产业
链，扩大其业务范围，开始独立承担海外水电站的工程承包与投资，但仅占新建水电站
的2.9%。例如：人民电器进出口公司在越南分别承包和投资水电站各1座，汉能控股集
团分别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投资建设两座水电站。

（3）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格局，建设和改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成
为推进区域一体化实施的先导与基础。中国着手推进组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带头
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跨国金融机构与项目，重点解决基础设施建
设的巨大融资需求，“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②，“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

支持”③。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是丝路基金首个投资建设项目，俄罗斯白石滩1号、2

号水电站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个投资建设项目，塔吉克斯坦努列克水电站由亚投行
与世界银行共同出资建设。

②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③《习近平主席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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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企业建设的水电站等基础设施拓展了国家外交关系框架以外的经济发展空
间，成为了推进国际关系的载体与支点[36]。洪都拉斯帕图卡Ⅲ水电站实现了中国金融机
构第一个对未建交国家项目的信贷融资，获得了洪都拉斯政府与社会的高度关注，成为
该国政府改善民生的标志性项目[37]。

4 2000年后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时空格局的东道国影响因素分析

如前所述，为了研究 2000年后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东道国方面的关键影响因素，
本文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采用FGLS方法修正异方差后，进行实证检验（表2）。

（1）与中国的相互关系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建交时长均为

影响程度最高的变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主导指派”到1978年改革开放

后的国家“维护推动”，中国与东道国的外交关系一直是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重要因

素。中国政府将对外建设大型项目作为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以拉近和加强与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外交关系 [38]。中国参与对外建设水电站的国有企业，兼有经济实体与政治实

体[39]的特性，其行为体现了国家意志。此外，中国在东道国的市场基础是较强的正相关

影响变量，说明中国企业经营基础越大的国家，其成本与风险越小[27]，中国水电建设企

业参与建设的机会也更多。中国与东道国的地理距离与2000年后中国在该国建设水电站

的数量呈相对较弱的负相关，说明距离衰减规律具有一定作用，但影响程度较弱。

（2）东道国贫困人口比例与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个数呈现出了较强的正相关性。“国

家理性与资本理性显然不同”[40]，中国企业参与修建的水电站74.4%集中在中低、低收入

国家，说明国家理性仍然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符合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外

政策的发展宗旨，也符合最近“一带一路”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41]。但贸易开放程

度指标表现出弹性较低且不显著的特点，与现有研究所揭示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资本往

往流入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国家与区域[42]的结论不尽相同。

表2 模型估计结果
Tab. 2 The test results of model

解释变量

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总量(X1)

通电率(X2)

GDP(X3)

工业年增长率(X4)

已收到的净官方发展援助(X5)

服务等附加值(X6)

货物与服务进口占GDP百分比(X7)

按国家贫困线衡量的贫困人口比例(X8)

建交时长(X9)

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X10)

中国对该国承包工程完成额(X11)

首都直线距离(X12)

Wald卡方值

系数值

0.000728***

0.0189***

-0.00629***

0.0154*

0.0157**

0.000481*

-0.00171

0.0250***

0.0380***

0.0451***

0.0147***

-0.0000992***

454.49

t统计值

2.96

6.24

-3.41

1.76

2.10

1.71

-0.38

4.35

6.99

4.00

10.77

-4.93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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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道国的生产要素条件、需求要素条件与支持要素条件对中国在该国建设水电
站呈现出了较强的正相关。通电率、工业年增长率与接受援助金额，分别表征电力基础
设施水平、工业增长对生产用电的需求、以及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保障。电网建设完
善的国家具备更好的建设水电站的条件；工业增长速度快的国家对电力和水电站建设的
需求大；受到较多援助资金的国家能够为中国企业参与投资建设水电站提供更多的优惠
待遇与资金支持[28]，说明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同时也符合市场原则。此外，东道国的水
资源禀赋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均呈现出了较弱的正相关，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投资或
承包水电站工程的大部分东道国均具有一定的水资源禀赋，但并非均在世界水资源最丰
富的国家；水电站建设的技术与管理也不主要依赖所在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

（4）东道国的GDP与中国建设水电站数量呈较弱的负相关。其主要原因是东道国建
设水电站的投资主要不依赖于其本身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收入，结合前文中关于贫困人
口比例回归系数为正的结果，说明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并非仅仅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
标的市场行为，与经典对外投资研究中认为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中国企业更集中
进行投资与贸易[43]的结论不一致。

5 结论与讨论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外建设水电站，总体上呈现出数量
增长逐步加快，建设形式日趋多样，空间分布日益扩大的趋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
征。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是一种兼具对外援助、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复合型对外商务
活动。本文从中国和东道国两个方面对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
素进行了结构性的分析。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央政府是核心的作用者，其作用方式由早
期的直接参与逐步转化为后期的间接规划与引导。金融机构是水电站建设资金借贷的主
要提供者，除中国政府直接援建的项目外，早期东道国建设水电站的资金多由西方金融
机构借贷，之后中国的金融机构、中国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等发挥的作用逐渐增强。中
国企业是对外建设水电站的直接实施者，早期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下属的机构与企业，后
期发展为经过不断市场化改革与市场化重组后的国有企业，以及日益增长的民营企业。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参与的双边与多边组织、中国主导的双边与多边合作，以及
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对水电站建设的空间分布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
响。从东道国方面来看，该国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外交关系、中国在该国的市场基础、
东道国贫困人口比例、接受援助金额、电力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工业增长水平等因素对中
国在该国建设水电站的数量具有主要影响。

本文研究同时发现，与西方纯粹的商业对外投资不同，东道国的贸易开放程度、相
关及支持性产业发达程度等不是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原因主要是中
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国有企业处于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重体制，能够适应不同开放程度
的制度环境[27]。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企业可依托一些特定优势[44]，多选择母国或发达
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生产性服务业的合作。因此，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这种复合型对外
商务活动具有中国国家和企业不断发展和变革的特性，是西方基于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
理论所不能完全解释的。

本文对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时空演变格局及其影响机制进行了结构性的分析，主
要关注了全球尺度的时空演变过程，揭示了中国与东道国在国家尺度的要素对其演化的
影响。然而，每一座水电站的成功建设，其过程也受到东道国历史文化、社会政体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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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量化要素的重要影响，也与微观尺度上中国企业与东道国地方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密切
相关。因此，在本研究基础上，通过对不同类型水电站典型案例的深入研究，揭示微观
尺度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全面科学地认识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具有同样重要的
价值。从全球—地方（glocal）的角度，对参与水电站建设的母国、东道国、跨国与国际
组织、地方政府、跨国公司、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地方民众等相关行动者的多尺度
互动与博弈的研究，将是未来重要的研究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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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 and mechanism of China's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hydropower stations

XUE Desheng, WAN Yawen, YANG Ren
(Center for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Over the last decades,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emerged as the most active builders
and investors in worldwide hydropower development. Thes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ctivities
result from China's progressive reforms in both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renas. Chinese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hydropower stations includes foreign aid, foreign trade and foreign
investmen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patial- 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 and mechanism of
Chinese- constructed hydropower stations abroad, and reveals the major influencing factors
since the year 2000. The major research findings are presented as follows. Firstly, at the global
scale, the numbers, ways of construction,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Chinese- constructed
hydropower stations are varied at different stages. Secondly, the state ha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overseas hydropower stations in carrying out its strategy in the
past four stages: (a) China directly designated the departments to aiding between 1955 and
1981. (b) The state controlled foreign- aid capital outflows, and encouraged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to sign contracts with foreign companies, while the projects were supported
financially by Western banks from 1982 to 2000. (c) The state has decentralized its power to
transgovernmental policy networks and stimulated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to compete in
investment and contracting projects, while the enterprises sought financial support from
Chinese banks, such as 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between 2001 and 2009. (d) Based on
national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Belt and Road, the state designed a Chinese solution to pursue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ed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to adopt the
strategy of associated competition, while the projects began to be supported financially by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promoted by China after 2010. And thirdly, the impact factors on the
Chinese-constructed overseas hydropower stations since 2000 are the relation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plomacy between China and the host countries, th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below the poverty line, the condition of electricity supply, the amount of received aid,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growth and market base of the host country.
Keywords: spatial- temporal patterns and mechanism; overseas hydropower stations;
infrastructur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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